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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文以外资管制放松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基于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 年 “中国健

康与营养调查” 微观数据库样本， 采用三重差分法， 系统研究了外资进入对中国

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及其作用机制。 研究发现： 相比受外资进

入影响较小的地区及正规就业， 外资进入政策对受其影响较大地区非正规就业者的

工资收入产生了负面影响， 从而显著扩大了二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在经过一系列有

效性检验及稳健性检验后， 这一结论依旧成立。 外资进入对该收入差距的政策效应

因地理区位、 非正规就业类型及企业规模而异。 进一步的机制检验证明， 外资进入

通过人力资本及以家庭背景、 户籍类型为代表的信息获取渠道扩大了该工资收入差

距。 本研究为客观评估中国近年来外资进入的经济效益提供了微观证据， 对劳动力

市场灵活性和安全性的改革调整具有重要的政策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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引　 言

改革开放 ４０多年来， 中国主动把握经济全球化的历史机遇， 积极采取各种鼓

励政策吸引外资、 促进外资与中国本土经济成分互融共生。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 联合国

贸易和发展会议发布的 《全球投资趋势监测》 报告显示， ２０２０ 年中国成功应对新

冠肺炎疫情带来的严重冲击， 全年实际使用外资逆势增长 ６􀆰 ２％， 实现引资总量、
增长幅度、 全球占比 “三提升”①。 ２０２１年 ３ 月， 国务院总理李克强在政府工作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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告中提出， 要积极有效利用外资、 欢迎外商扩大在华投资、 分享中国开放的大市场

和发展机遇， 进一步缩减外资准入负面清单。 伴随着中国开放型经济的纵深发展，
非正规就业已逐步成为劳动力就业的重要实现形式。 国务院办公厅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印

发的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中指出， 目前中国灵活就业①从业人员规

模已达 ２亿左右。 个体经营、 非全日制就业及就业新形态的持续发展显示了中国就

业灵活性的攀升， 为有效缓解就业压力提供了可靠的现实途径。 在此背景下， 聚焦

非正规就业无疑对中国实现高质量充分就业、 助推经济稳步复苏的愿景具有重大现

实意义。 较正规就业而言， 非正规就业呈现出劳动关系相对松散、 工资收入低、 更

替率与失业率较高等特点。 在二者的诸多差异中， 工资收入差异被视为最直接和典

型的表现形式。
外资进入对东道国工资收入水平及差距的影响一直是受关注的热点之一。 遗憾

的是， 笔者尚未发现直接围绕外资进入对正规与非正规就业工资收入差距影响的相

关研究。 本文围绕这一主题并以 《外商投资产业指导目录 （２００２ 年修订） 》 （以
下简称 《目录》 ） 大幅削减外商投资限制的政策为准自然实验， 深入研究以下几

个问题： 外资进入对该收入差距产生何种影响， 程度有多深？ 是否因地理区位、 非

正规就业类型等而不同？ 何为内在影响机制？

一、 文献综述

目前尚未有文献就本主题进行全方位深度剖析， 与本文联系紧密的文献主要包

括以下两类：
（一） 外资进入对工资收入差距影响的研究

外资作为资本积累的重要来源之一， 在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因素中扮演着重要

角色， 但尚未达成清晰一致的研究结论。 关于该领域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五个方

面： 第一， 外资进入对地区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大部分研究表明， 地区工资收入

水平与外资集中程度正相关， 外资区域分布失衡是导致地区收入差距扩大的主要因

素之一 （Ｎｇｕｙｅｎ ｅｔ ａｌ􀆰 ， ２０１９） ［１］。 一般而言， 外资进入集聚在城市地区， 可以提

升城镇居民工资进而扩大城乡收入差距。 与此同时， 外资进入亦会加剧区域性收入

差距， 东部地区最为明显、 西部其次、 中部最弱 （沈毅俊和潘申彪， ２００８［２］； 李

仁宇和杨文兵， ２０１３［３］）。 第二， 外资进入对行业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部分学者

以制造业为研究对象进行了细致深入的探讨。 如严兵等 （２０１４） ［４］通过对比 ２００４
年和 ２００８年的中国制造业行业数据发现， 外资比重增加会扩大制造业行业间的收

入差距； 张晓磊等 （２０２０） ［５］利用中国工业企业数据库进行研究， 发现外资进入对

劳动和技术密集型行业产生了正向的工资溢出效应， 对资本密集型行业的工资影响

并不显著。 另有部分学者则以服务业为研究对象， 如李宏兵等 （２０１７） ［６］认为外资

进入缩小了服务业的工资差距。 第三， 外资进入对内外资企业间工资收入差距的影

０４１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①据劳动保障部劳动科学研究所 （２００５） 的研究， 除非正规就业， 中国还使用灵活就业这个概念。 目

前， 学界一般使用非正规就业概念， 官方主要采用灵活就业概念。



响。 通常外资企业的工资收入水平高于内资企业， 外资进入会对国内企业工资收入

水平产生溢出效应。 如罗伟等 （２０１８） ［７］通过构建企业工资决定模型， 发现外资进

入对制造业企业工资存在明显的负面作用。 Ｎｇｕｙｅｎ 等 （２０１９） 利用越南服务业面

板数据就外资进入对国内企业工资影响的命题进行研究， 发现其下行压力明显。 第

四， 外资进入对性别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一些文献考察了外资进入加剧性别工资

收入差距的存在性， 如 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２０） ［８］对印度、 Ｐｈａｍ 等 （２０２１） ［９］对越南妇女

的研究均认为外资进入与性别工资差距的扩大密切相关。 然而， 另有部分研究者如

李磊等 （２０１５） ［１０］、 王小洁等 （２０１７） ［１１］持有相反的观点。 第五， 外资进入对技能

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如陶爱萍等 （２０２０） ［１２］研究指出， 外资进入带来的技能偏向

性技术进步会拉大东道国技能与非技能劳动力间的工资差距。
（二） 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收入差距的研究

大多数研究表明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间存在显著的工资收入差异， 且呈现出不

断扩大的趋势 （王庆芳和郭金兴， ２０１７［１３］； 张抗私等， ２０１８［１４］ ）。 已有文献主要

从两个方面对其产生的原因进行了有益的探讨。 一是关注人力资本配置。 研究发

现， 受教育水平和工作经验等人力资本特征既是决定两类就业者工资收入的主要影

响因素， 又是引起其差距变化的主要贡献因素。 人力资本配置向正规就业倾斜是造

成正规与非正规就业在教育和经验回报率上差距逐渐扩大的主要原因 （屈小博，
２０１２） ［１５］。 二是基于劳动力市场分割的观点。 一些研究强调， 该收入差距存在不对

称性现象的主要原因为较严重的市场分割和就业歧视 （王学军， ２０１７） ［１６］。
不可置否， 已有研究围绕外资进入对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进行了多角度、 深层

次的探讨， 为本文提供了有益的研究思路和范式借鉴。 如前所述， 外资进入对正规

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尚存文献缺口。 鉴于此， 本文可能存在以下边

际贡献： 一是拓宽研究视角。 与已有研究相异， 本文率先从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视角

切入， 探究外资进入对二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为该领域的研究作出了有益尝

试。 二是深化研究内容。 已有文献忽略了外资溢出效应的异质性， 存在影响机制尚

不明确、 作用方向和程度不一的问题。 本文从多维度深入剖析其异质性影响并对内

在机理进行验证， 促使本文的研究更加系统深入。 三是采用前沿研究方法。 本文在

双重差分的基础上引入第三重差分， 较为精确地估计了政策实施的真实效果， 使本

文的研究结论更加可靠。

二、 理论假说

（一） 人力资本渠道

１􀆰 技能偏好效应

主流观点认为， 外资进入新兴经济体会增加其对高技能劳动者的需求。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和 Ｈａｎｓｏｎ （１９９７） ［１７］通过 “外包理论” 阐释了劳动力市场上发达国家跨国

公司的技能偏好现象。 换言之， 外资企业对高技能劳动者的偏好通常源于更高的技

术水准与劳动生产率 （许和连等， ２００９） ［１８］。 同时， 在 “以市场换技术” 的策略

背景下， 发展中国家国内企业需招募高技术劳动者以适应外资进入带来的技术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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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 消化并吸收国外先进技术 （殷德生等， ２０１１） ［１９］。
实际上， 外资进入能通过企业较强的技能雇佣偏好产生影响劳动者从事正规就

业的选择、 未来技能塑造与薪酬的效果。 而高技能劳动者往往具备更高受教育水平

这一重要的人力资本特征 （曾湘泉和杨涛， ２０１８） ［２０］。 具体而言， 一方面教育程度

高的劳动者生产能力更强、 能够释放更有利的求职信号， 基于自身优势做出正规就

业决策， 教育不足的劳动者因难以跨越技术门槛从而使其从事非正规就业的概率提

升 （李根丽和尤亮， ２０２０） ［２１］。 这意味着外资进入背景下的高技能劳动者更易获得

技术管理岗位的工作、 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合同， 低技能劳动者则相反。 另一方

面， 除正规教育时间外， 劳动者工作经验的积累与职业培训也是提高人力资本积累

的重要途径。 如高技能劳动者借助正规就业平台优势捕捉职业培训红利进而强化议

价能力。 即使外资进入增加了高技能劳动者从事正规就业的比重， 但因技术工人在

细分行业内完全就业 （许和连等， ２００９）， 其劳动回报依旧增加。 此外， 企业为防

止 “智力外流” 引致技术资产泄漏与稳定生产， 会将收益分配偏向正规就业者。
相比之下， 外资进入使企业对低技能工人需求锐减， 非正规就业者囿于边缘化处

境。 特别是， 当外资进入目的是设立制造工厂进行加工贸易时， 劳动者技能提升空

间愈小， 进一步减少以低技能劳动者为代表的非正规就业者的外部选择， 降低其议

价能力。 综合上述分析， 本文提出假说 １。
假说 １： 外资进入会增加高技能劳动者从事正规就业的比重， 使非正规就业者

囿于就业市场边缘， 从而扩大两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２􀆰 预期效应

除上述教育的影响， 健康状况也是决定人力资本拥有量的关键因素。 健康的劳

动者精力充沛， 能减少因疾病缺工带来的效率损失并提升个人生产力 （Ｈｅｒｚｅｒ ａｎｄ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２０１５） ［２２］。 外资进入伴随着激烈的市场竞争， 内外资企业进一步抢

占东道国生产要素市场以适应效率主导的市场化背景。 例如， 考虑到健康状况对资

本生产率的重要影响， 跨国企业要求劳动者进行体检， 因更健康的工人拥有更长的

预期寿命和更强的长期工作意愿 （Ｋｕｍａｒｉ ａｎｄ Ｓｈａｒｍａ， ２０１８） ［２３］。 很显然， 健康的

劳动者更贴近正规就业的人力资本要求， 企业基于其良好的工作预期更愿意任用其

从事正规就业。 另外， 正规就业者与劳动单位订立了完整的劳动合同， 医疗保险等

福利保障更完备， 更有助于其为企业创造收益， 进而提升个人收入水平。 相比之

下， 大量非正规就业者被排除在福利保障之外， 并面临由外资进入引致的经济压力

与不确定性。 具体而言， 跨国公司会将其用于提高生产力的无形资产转移给国外附

属公司， 使得后者每单位产品产出需要更少的劳动力。 尤其是当外资采用并购的方

式进入时， 通常导致裁员和生产精简。 这无疑加剧了劳动素质较低的非正规就业者

被解雇的风险和就业环境的严峻性。 由于个人的时间与精力相对有限， 增加体育锻

炼等健康投资将会减少有效工作时间 （周孝等， ２０１５） ［２４］， 长期压力的存在使得非

正规就业者为积累个人工作经验、 优化技能而忽视了对自我健康的关注和投入， 这

在一定程度上抵消或降低了非正规就业者改善自身收入状况的可能。 有鉴于此， 本

文提出假说 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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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２： 外资进入会通过健康带来的工作预期效应扩大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

工资收入差距。
（二） 信息渠道

外资进入被认为具备直接或间接改善就业机会的潜力， 然而相关职业信息的匮

乏使劳动者可能并不了解这些信息， 机会不均对人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起点和发展

轨迹产生异质影响， 最终积累为较高的收入差异 （江求川等， ２０１４） ［２５］。
１􀆰 家庭背景

作为分析机会不均的 “环境—努力” （Ｃｉｒｃｕｍｓｔａｎｃｅｓ－Ｅｆｆｏｒｔｓ） 二元框架内个体

无法控制的 “环境” 因素， 家庭背景对个人工作机会的获得具有重要作用。 家庭

背景有优势的子女易找到高收入工作， 并使其人力资本得到有效利用， 获得丰厚的

劳动报酬 （王倩， ２０１３） ［２６］。 这主要是因为： 第一， 家庭背景优质的子女其父母的

教育水平更高、 与比较信息的获取存在较大关联， 更能未雨绸缪地把握外资进入影

响下的职业需求， 通过教育的代际传递提升子的女人力资本水平， 甚至是职位的代

际传承 （马草原等， ２０１８［２７］）， 更易达到正规就业的门槛要求； 第二， 部分研究将

父母教育水平等一系列具有家庭特质的变量列为社会资本的重要组成部分， 通过获

取丰富且详实的就业信息完成与正规就业的匹配， 并进一步利用信息优势获得职位

上升的渠道、 促进工资收入上涨 （孔高文等， ２０１７） ［２８］。 另外， 家庭社会资本相对

丰富的毕业生可能出于自身志趣倾向自主创业而从事非正规就业 （蒋承和王天骄，
２０２０） ［２９］， 但需时间弥补创业投入且本身存在失败的可能， 使其工资收入及增长不

及正规就业者， 即家庭背景优良的正规就业者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扩

大。 更多地， 家庭背景越匮乏的子女越有可能从事除自主创业之外的非正规就业类

型的工作， 这是因为信息资源获取的限制降低了其从事正规就业的可能， 具有正规

就业选择倾向的劳动者往往只能被迫从事业务边缘化、 劳动报酬有限的正规就业。
因此， 家庭背景相对匮乏的子女通常寄希望于努力工作以增强自我抗风险能力， 以

尽可能缩小其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假说 ３： 外资进入能够扩大家庭背景优良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

距， 对家庭背景相对匮乏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无显著影响。
２􀆰 户籍制度

户籍是国家实施社会管理、 制定公共政策的重要依据， 会进一步影响劳动者在

外资进入引发就业波动背景下的信息捕捉与劳动回报。 二元劳动力市场理论将整个

城市劳动力市场分割为两类， 其中以资本密集型企业为主的一级劳动力市场的工作

岗位基本被城市户籍居民垄断， 劳动密集型中小企业和非正规就业岗位是农民工就

业的主要场所 （邹一南， ２０１５） ［３０］。 可见， 在 “户口坝” 的影响下， 本地人与外

地人、 城里人与农村人之间享有的包括就业信息指导在内的公共服务与福利待遇差

距较大。 在外资进入加剧竞争的背景下， 黏着于户籍属性的隐性身份歧视与信息获

取的比较优势使得拥有城镇户籍的劳动者觅得正规就业类型工作的可能性更高。 但

需指出的是， 正规就业准入门槛限制明显， 部分难以满足要求的城镇户籍劳动者基

于灵活充分的信息优势主动破除就业局限投入至非正规就业。 然而， 从事非正规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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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的城镇户籍劳动者的起薪与就业匹配状况明显低于从事正规就业的城镇户籍劳动

者， 二者的工资收入差距显著扩大。 与此同时， 户籍制约使得带有农村户籍身份的

农民工被迫在二级劳动力市场上从事稳定性差的非正规就业， 但是他们能够享有城

市基础设施、 文化氛围等非户籍福利从而弥补了信息获取的劣势， 能够通过提升工

作效率来改善工资收入水平或突破正规就业的门槛从事边缘化的正规就业， 因而拥

有农村户籍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明显。
假说 ４： 在外资进入引发就业波动的背景下， 拥有城镇户籍的正规与非正规就

业者之间的工资收入差距扩大， 对于拥有农村户籍的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而言， 该

工资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明显。

三、 模型设定与变量说明

（一） 计量模型构建

为有效识别外资进入政策对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效应， 本

文主要采用三重差分法。 第一层差分来自地区层面 （受外资进入政策影响较大或较

小的地区）， 第二层差分来自就业层面 （正规或非正规就业）， 第三层差分来自政策

实施年份 （外资进入政策实施前后）。 本文参考金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 ［３１］、 宋弘和陆

毅 （２０２０） ［３２］及张明昂等 （２０２１） ［３３］的研究方法， 结合研究需要， 模型设定如下：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 α ＋ β 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ｔ × ＩＥｃ ＋ γｒｃ ＋ δｒｔ ＋ θｃｔ ＋ μ Ｘ ｉｃｒｔ ＋ εｉｃｒｔ （１）

上式中， ｉ、 ｃ、 ｒ、 ｔ 分别表示个体、 就业类型①、 地区和年份。 因变量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代表 ｔ 年 ｒ 地区个体 ｉ 选定就业类型 ｃ 的月工资收入对数； ＩＥｃ 代表劳动者就业类型 ｃ
是否为非正规就业的虚拟变量； Ｔｒｅａｔｒ 为地区是否为受外资进入影响较大地区的虚

拟变量； Ｐｏｓｔｔ 代表是否在 ２００２年 《目录》 修订以后的虚拟变量； 为遵照三重差分

的标准设定， 本文加入三组交互固定效应 γｒｃ、 δｒｔ、 θｃｔ ， 分别表示地区－就业类型、
地区—年份及就业类型—年份层面的固定效应②； Ｘ ｉｃｒｔ 代表个体层面的控制变量，
εｉｃｒｔ 是随机扰动项。

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ｔ × ＩＥｃ 是本文感兴趣的交互项和模型中最重要的关注变量， 其估计

系数为三重差分估计量。 对 β 的无偏估计要求对照组能为处理组提供合理的反事

实， 以反映处理组若未实施干预时的状态。 这要求在回归方程中引入一系列固定效

应和控制变量以提升处理组与对照组的相似性。 具体地， γｒｃ 控制了不同省份不同就

业类型间职业设定的差异； δｒｔ 控制了同一省份不同就业类型年份的差异； θｃｔ 控制了

同一就业类型不同就业抉择年份间的差异； Ｘ ｉｃｒｔ 可以进一步减轻处理组与对照组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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ＣＨＮＳ数据库就 “你的主要职业是什么？” 这一问题对有工作的 １６ 岁及以上的对象展开调查。 就业类

型具体设置如下： １高级专业 ／技术工作者； ２一般专业 ／技术工作者； ３管理者 ／行政官员 ／经理； ４办公室一

般工作人员； ５农民、 渔民、 猎人； ６技术工人； ７非技术工人； ８ 军官与警官； ９士兵与警察； １０ 司机； １１
管家等服务行业人员； １２运动员、 演员、 演奏员； １３其他及－９不知道为未明确标注的职业类型。

上述三类两两相乘的固定效应包含了 Ｔｒｅａｔｒ、 Ｐｏｓｔｔ 及ＩＥｃ 这三个变量的单独项和两两交互项， 因此在回

归方程中无需单独控制这些变量。 此外， 三重差分法的优点在于可以通过控制两两相乘的固定效应排除二维

层面遗漏变量的潜在影响， 进一步巩固了政策评估的因果关系提炼。



间的差异性。
（二） 变量设置与指标测算

１􀆰 劳动者月工资收入的对数 （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 中国健康与营养调查 （ＣＨＮＳ） 问

卷包括 “去年的平均月工资” 这一问题， 提供的工资收入数据为包含补助在内的

月工资收入指标。 针对这一工资收入指标， 本文以 ２０１５ 年为基期的消费价格指数

对该名义变量进行调整并采取对数形式。
２􀆰 政策实施区域虚拟变量， 是否为 “受外资进入政策影响较大的 地

区” （Ｔｒｅａｔｒ） 。 首先， 计算行业层面的外商直接投资程度 （ＩＦＤＩｊｔ） 。 本文借鉴赵春明

等 （２０１９） ［３４］的测算方法， 以某一行业实际利用外商投资额 ｉｆｄｉ ｊｔ 占该行业的总产出

ｏｕｔｐｕｔ ｊｔ 的比重衡量。 其次， 借鉴曾湘泉和杨涛 （２０１８） 的研究， 定义历年地区 ｒ 以行

业 ｊ 就业份额加权的外商直接投资程度 （ＩＦＤＩｒｔ） 。 最后， 参考胡翠等 （２０１９）［３５］的研究，
根据地区外商直接投资程度与 ＧＤＰ 之比的变化定义处理组和对照组。 若政策冲击发生

前后的变化之差大于样本中所有地区这一差值的均值， Ｔｒｅａｔｒ 取值为 １， 否则为 ０。

ＩＦＤＩ ｊｔ ＝
ｉｆｄｉ ｊｔ

ｏｕｔｐｕｔ ｊｔ
（２）

ＩＦＤＩｒｔ ＝∑
ｊ

η 年地区行业就业数量ｒｊ

η 年地区就业总量ｒ

× ＩＦＤＩ ｊｔ （３）

由于国民经济行业分类版本间存在差异， 本文选择不同年份的行业就业份额作

为基期进行加权， 以尽可能减少内生性问题。 处于 １９９７—２０００ 年时， η 取 １９９７；
处于 ２００４—２０１５年时， η 取 ２００４。

３􀆰 政策实施年份虚拟变量， 是否在 ２００２ 年 《目录》 调整以后 （Ｐｏｓｔｔ） 。 从

２００２年开始， 大量受到禁止和限制的行业被调整为允许和鼓励的行业， 为外资进

入中国提供更宽松、 透明的宏观环境①。 故若样本属于 ２００２ 年及以后的观测值，
则 Ｐｏｓｔ 赋值为 １， 反之为 ０。

４􀆰 劳动者就业决策， 就业类型是否为非正规就业 （ ＩＥｃ） 。 主要参考王庆芳和

郭金兴 （２０１７）、 的界定， 使用 ＣＨＮＳ调查相关就业信息 “你在此工作中的职位是

何种类型？” “工作单位是何种类型？” “工作单位有多少职工？” 以识别非正规就

业。 具体考虑如下： （１） 删除 ＣＨＮＳ 数据库中无报酬家庭帮工及单位职业类型不

确定的样本； （２） 在第 １７ 届劳工统计大会有关非正规就业的统计框架下， 将数据

中无雇工的个体经营者、 有雇工的个体经营者者、 领取工资的家庭工人定义为非正

规就业； （３） 根据第 １５届劳工统计大会颁布的非正规部门企业标准， 将规模在 ２０
人以下的私营、 个体企业划分为非正规部门， 将政府机关、 国有事业单位和研究

所、 国有企业、 集体企业、 三资企业划分为正规部门； （４） 借鉴胡翠等 （２０１９）

５４１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年第 １０期 国际投资与跨国经营

①需特别说明的是， 《目录》 调整并非一蹴而就。 截至 ２０２１年， 已先后于 １９９７年、 ２００２年、 ２００４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１年、 ２０１５年、 ２０１７年、 ２０１８年、 ２０１９年、 ２０２０年经历了 １０次调整， 其中 ２００２年修订幅度最大， ２００４
年及以后的修订则为在 ２００２ 年基础上的微幅调整。 众多学者如毛其淋和方森辉 （２０２０） ［３６］ 、 韩国高等

（２０２１） ［３７］均选取 ２００２年 《目录》 修订作为政策冲击时点， 本文与之相同， 其他修订年份暂不作为考察重点。



的研究， 本文亦将家庭联产承包农业划分为非正规部门； （５） 将在非正规部门就

业的 “为他人或单位工作的长期工、 合同工、 临时工” 与第 １７ 届劳工统计大会决

议中的 “非正规部门企业受雇者” 相匹配， 将在正规部门就业的临时工、 合同工

对应为决议中的 “正规部门企业非正规受雇者”， 即划分为非正规就业。
５􀆰 个体属性特征控制变量 （Ｘ ｉｃｒｔ） 。 本文将以个体为分析单元的微观层面控制

变量纳入模型： （１） 性别 （ｇｅｎｄｅｒ） 。 被调研者为男性时取值为 １， 为女性时取值

为 ０。 （２） 民族 （ｅｔｈｎｉｃ） 。 汉族为 １， 其他民族为 ０。 （３） 婚姻 （ｍａｒｒｙ） 。 在婚状

态设置为 １， 其余为 ０。 （４） 年龄 （ａｇｅ） 。 取调研者被调查年份与出生年份的差

值。 （５） 最高教育程度 （ｈｉｇｈｅｄｕ） 。 ＣＨＮＳ 问卷中有 ６ 个选项， 分别是小学毕业、
初中毕业、 高中毕业、 中等技术学校或职业学校毕业 （简称中职）、 大专或大学毕

业、 硕士及以上。 本文将高中与中职毕业视为同等学力合并， 硕士及以上为基准

组， 定义 ４个虚拟变量对教育程度加以控制。 （６） 工作经验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 本文采

用学界普遍做法， 将被调研者年龄减去受教育年限后再减去入学年龄 ６； 并将小学

毕业至硕士及以上分别设置为 ６年、 ９年、 １２年、 １６年和 １９年。
（三）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的个体微观数据来自 ＣＨＮＳ， 选取 １９９７—２０１５年间七轮调查数据， 样本

涵盖辽宁、 黑龙江、 江苏、 山东、 河南、 湖北、 湖南、 广西、 贵州九省①。 其中， 辽

宁、 江苏、 黑龙江、 湖南为处理组， 其余省份为对照组。 行业及地区层面的外商直接

投资额来自 ＥＰＳ数据平台、 《新中国六十年统计资料汇编》， 就业数据源于国家统计

局 《中国劳动统计年鉴》， 行业总产出数据从 １９９７ 年、 ２００２ 年、 ２００５ 年、 ２００７ 年、
２０１０年和 ２０１２年的中国投入产出表②中获得。 本文将 ＣＨＮＳ 数据库与地区外商直接

投资程度这一省级指标匹配， 并对样本进行如下清理： （１） 将研究对象限制为处于

工作年龄的 １６－６５岁的个体。 （２） 考虑到非正规就业样本在农村地区界定的特殊性

及数据的可获得性， 仅保留城镇样本③。 （３） 在对工资收入分析中， 进一步删除上下

各 １％的异常值。 （４） 删除职业类型与工作单位均缺失等就业信息不明确的个体。

四、 实证结果及分析

（一） 基准回归

表 １报告了三重差分回归结果。 第 （１） 列仅包含三组交互固定效应， 第

（２） — （３） 列进一步加入个体特征控制变量。 第 （１） — （３） 列的系数具有十

分显著且接近的统计意义与经济意义。 以第 （３） 列为例，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的估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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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数据连续性的问题， 本文暂不考虑于 ２０１１年纳入调研的北京、 上海和重庆三大直辖市。
该数据资料年份与 ＣＨＮＳ数据库年份存在差异， 鉴于样本获得性问题， 本文选择与样本年份最为接近的

往年数据代替。
感谢匿名审稿人围绕可能存在的样本选择偏差提出合理建议。 本文保留城镇样本的核心原因是， 在构造

地区行业就业权重时采用 “分地区分行业城镇就业人员年末人数” 作为 “地区行业就业数量” 以保证数据的连

续性。 为了减轻潜在的样本选择偏差问题， 本文在稳健性检验部分纳入了农村样本进行估计分析， 发现本文的

主要结论仍稳健一致。



系数为－０􀆰 ０８００， 说明相比正规就业， 受外资进入政策影响较大地区非正规就业者

的工资收入减少约 ８％。 一个可能的解释为外资进入程度较高的地区竞争更为严

峻， 市场优胜劣汰和拥挤现象的加剧使只有具备高效率与竞争优势的企业才能生存

下来。 正规就业者因就业稳定性强、 工作效率较高而备受青睐， 工资收入更丰厚；
非正规就业劳动者供给相对丰富、 就业稳定性较弱使其工资收入相比正规就业者

低。 更进一步， 本文参考金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 的做法， 在不控制联合固定效应

的情况下验证三重差分估计结果， 第 （４） 列同样印证了本文的核心结论。①

表 １　 基准回归结果

变量 （１） （２） （３） （４）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１０６３∗∗∗ －０􀆰 ０８２４∗∗∗ －０􀆰 ０８００∗∗∗ －０􀆰 １８３５∗∗∗
（－３􀆰 ３３９） （－２􀆰 ８０８） （－２􀆰 ７６２） （－４􀆰 ２０７）

ａｇｅ ０􀆰 ０３２２∗∗∗ ０􀆰 ０３３３∗∗∗ ０􀆰 ０３５４∗∗∗
（７􀆰 ７５７） （６􀆰 ３０５） （７􀆰 ４４７）

ｇｅｎｄｅｒ ０􀆰 １５７７∗∗∗ ０􀆰 １５７８∗∗∗ ０􀆰 １５７７∗∗∗
（７􀆰 ８０１） （７􀆰 ８６３） （１３􀆰 １３２）

ｍａｒｒｙ ０􀆰 ０６９３∗∗∗ ０􀆰 ０７２９∗∗∗ ０􀆰 ０７３７∗∗∗
（３􀆰 ２９４） （３􀆰 ３７３） （４􀆰 ３９６）

ｅｔｈｎｉｃ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４３４ ０􀆰 ０５８９∗∗
（１􀆰 ３３９） （１􀆰 ４１２） （２􀆰 １０２）

ｅｘｐｅｒｉｅｎｃｅ －０􀆰 ０３１４∗∗∗ －０􀆰 ０３２６∗∗∗ －０􀆰 ０３４６∗∗∗
（－９􀆰 １４７） （－６􀆰 ４７６） （－７􀆰 ４９７）

ｈｉｇｈｅｄｕ１ －０􀆰 ０７４３∗ －０􀆰 ０７５５∗∗
（－１􀆰 ６６６） （－２􀆰 １１４）

ｈｉｇｈｅｄｕ２ －０􀆰 １２５３∗∗∗ －０􀆰 １３８５∗∗∗
（－２􀆰 ９８３） （－３􀆰 ６１５）

ｈｉｇｈｅｄｕ３ －０􀆰 １３０４∗∗ －０􀆰 １５２４∗∗∗
（－２􀆰 ３７３） （－３􀆰 ２３３）

ｈｉｇｈｅｄｕ４
－０􀆰 ０５６３ －０􀆰 ０７４８
（－０􀆰 ８１５） （－１􀆰 ２３９）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０􀆰 １４２７∗∗∗
（５􀆰 １２０）

Ｔｒｅａｔ × ＩＥ ０􀆰 １９６５∗∗∗
（５􀆰 ８６３）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１１８８∗∗∗
（－５􀆰 ７７３）

省份—就业类型 ＦＥ 是 是 是 否

省份—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否

就业类型—年份 ＦＥ 是 是 是 否

省份 ＦＥ 否 否 否 是

就业类型 ＦＥ 否 否 否 是

年份 ＦＥ 否 否 否 是

Ｎ ７ ５９５ ６ ９５２ ６ ９５２ ６ ９６７
Ｒ２ ０􀆰 ６１２３ ０􀆰 ６３０１ ０􀆰 ６３２２ ０􀆰 ６１０７

注： 括号内为估计系数的 ｔ值；∗∗、∗∗和∗分别表示在 １％， ５％和 １０％统计水平上显著； 标准误按 省份 —就业
类型 层面进行聚类， 下表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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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ＤＤＤ有效性检验

１􀆰 平行趋势及时间异质性检验

三重差分法进行政策效应识别的一个基本假设为处理组和控制组满足同趋势假

定。 为检验受处理前的共同增长趋势且反映受处理后不同年份的边际效应， 本文构

建如下模型：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 α ＋ ∑
２０１５

ｋ ＝ ２０００
βｋ 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ｋ × ＩＥｃ ＋ γｒｃ ＋ δｒｔ ＋ θｃｔ ＋ μＸ ｉｃｒｔ ＋ εｉｃｒｔ （４）

其中， Ｐｏｓｔｋ 代表样本期间各年份的时间虚拟变量 （１９９７年为基准年）， 其他参

数设定与基准模型一致。 βｋ 刻画了受外资进入政策影响程度不同的地区、 不同就业

类型的劳动者在 ｋ 年的工资收入相比 １９９７年的变化。
直观起见， 本文将估计结果绘制在图 １， 虚线表示 ９５％的置信区间。 可以发

现， 在 《目录》 实施前的 ２０００年， 估计值不显著且政策效应大小在 ０ 附近上下浮

动， 说明处理组与对照组在外资进入政策实施前的发展趋势大体相似， 支持了三重

差分同趋势的识别假设。 外资进入的政策效应存在滞后性， 从政策实施后的 ２００６
年开始至 ２００９年， 估计系数绝对值显著增加， 直到 ２０１１年开始不再显著。 意味着

随外资进入政策颁布时间长度的增加， 其对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间的工资收入差距

大致经历了一个先变大、 后变小的过程， 于 ２００９ 年达到最大、 ２０１１ 年消失， 体现

出外资进入政策效应的时间异质性。

图 １　 三重差分平行趋势及时间异质性检验

２􀆰 预期效应

为确保 ２００２ 年外资进入政策调整的随机性， 本文对劳动者在 ２００２ 年之前

（２０００年） 是否就外资进入政策的颁布产生预期效应进行检验。 表 ２ 第 （３） —
（４） 列的回归结果均表明， Ｔｒｅａｔ × Ｐｒｅ１ × ＩＥ 的估计系数并不显著， 即政策调整前

不存在显著的预期效应。
３􀆰 安慰剂检验

为考察某些潜在且不可观察的因素是否会驱动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间工资收入

差距的扩大， 本文随机分配地区外资进入程度的处理组与政策冲击年份， 基于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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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１） 重复进行 ３００次回归。 图 ２报告了受随机政策冲击影响下的 ３００个估计系数概

率密度分布情况。 据估计结果的描述统计显示， ３００ 个估计系数的均值为－０􀆰 ０２，
标准差为 ０􀆰 ０２， 故不能拒绝安慰剂检验中核心变量系数为 ０ 的原假设， 即基准回

归结果并非由随机因素所致。

表 ２　 ＤＤＤ有效性检验

变量
（１） （２） （３） （４）

动态效应 动态效应 预期效应 预期效应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０ × ＩＥ ０􀆰 ０９０３ ０􀆰 １０６７
（１􀆰 ５７９） （１􀆰 ６０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４ × ＩＥ
－０􀆰 １１１０∗ －０􀆰 ０７８０
（－１􀆰 ６９３） （－１􀆰 ２８８）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６ × ＩＥ
－０􀆰 １２５５∗∗ －０􀆰 ０９４４∗∗
（－２􀆰 ５５１） （－２􀆰 ０５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０９ × ＩＥ
－０􀆰 １６９６∗∗∗ －０􀆰 １３５４∗∗∗
（－３􀆰 ４９９） （－２􀆰 ９４７）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１１ × ＩＥ
－０􀆰 ０５６５ －０􀆰 ０４２５
（－０􀆰 ６０２） （－０􀆰 ５０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２０１５ × ＩＥ
－０􀆰 ０５４１ －０􀆰 ０３３５
（－１􀆰 ３１６） （－０􀆰 ７９２）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１０５０∗∗∗ －０􀆰 ０７８６∗∗∗
（－３􀆰 ３０６） （－２􀆰 ７１５）

Ｔｒｅａｔ × Ｐｒｅ１ × ＩＥ ０􀆰 ０９０３ ０􀆰 １０６７
（１􀆰 ５７９） （１􀆰 ６０７）

控制变量 否 是 否 是

固定效应 是 是 是 是

Ｎ ７ ５９５ ６ ９５２ ７ ５９５ ６ ９５２
Ｒ２ ０􀆰 ６１２８ ０􀆰 ６３２７ ０􀆰 ６１２６ ０􀆰 ６３２５

注： 后续所有回归均包含个体控制变量与三组交互固定效应， 受篇幅限制， 不再重复汇报。

图 ２　 安慰剂检验

（三） 一系列稳健性检验

１􀆰 结果变量的选择。 ＣＨＮＳ数据库就个体是否获得奖金及数额、 每周工作天数

及每日工作小时数等问题展开调查。 本文将包括工资、 补贴和奖金在内的月工资收

入对数 ｌｎｗａｇｅｂ 设置为结果变量回归， 如表 ３ 第 （１） 列所示。 进一步地， 本文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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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更细致的小时工资收入：

小时工资收入 ＝ 月工资收入
每周工作天数 × 每日工作小时数 × ４

（５）

表 ３第 （２） — （３） 列分别报告了外资进入对未含奖金的小时工资收入

ｌｎｗａｇｅ＿ ｒ 、 含奖金的小时工资收入 ｌｎｗａｇｅｂ＿ ｒ 两个变量的影响， 结果依然稳健。
２􀆰 内生性问题。 收入水平或其增长率较高的地区可能伴随更高的外资进入程

度， 本文参考金刚和沈坤荣 （２０１９） 三重差分框架下的工具变量法以进一步解决

潜在反向因果问题的困扰。 借鉴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３８］的研究， 选取 １９３７ 年各省市

区公路网密度 Ｒｏａｄ 作为 Ｔｒｅａｔ 的工具变量。 一方面， 公路网密度越高的地区越能

凭借基础设施优势吸引外资； 另一方面， 历史数据能满足工具变量的外生性要求。
表 ３第 （４） 列报告了第一阶段的回归结果， Ｒｏａｄ × Ｐｏｓｔ × ＩＥ 的估计系数显著为正，
证明公路网密度与成为 “受外资政策影响较大地区” 确实正向相关。 同时， Ｆ检验

值大于临界值 １０， 即该工具变量不存在弱相关问题。 第二阶段回归结果即表 ３ 第

（５） 列， 即便考虑外资进入政策的内生性问题， 核心结论依旧成立。

表 ３　 ＤＤ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月工资收入的其他度量 工具变量 变量变换 重新构建样本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ｌｎｗａｇｅｂ ｌｎｗａｇｅ＿ ｒ ｌｎｗａｇｅｂ＿ ｒ ｆｉｒｓｔ ｓｅｃｏｎｄ 更换 ＩＦＤＩ 纳入无报酬
家庭帮工

纳入农村
样本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０９７８
∗∗∗　 －０􀆰 １３６０∗∗∗　 －０􀆰 １５２１∗∗∗ 　 －０􀆰 １３５２∗∗∗　 －０􀆰 １０２５∗∗∗　 －０􀆰 ０８１９∗∗∗ 　 －０􀆰 ０６０８∗∗

（－３􀆰 １９２） （－３􀆰 ９９４） （－４􀆰 ２６２） （－２􀆰 ７３７） （－３􀆰 ３６８） （－２􀆰 ８１７） （－２􀆰 ４７９）

Ｒｏａｄ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００１２∗∗∗

（１１􀆰 １９０）
第一阶段 Ｆ 值 １２５􀆰 ２２

Ｎ ６ ９２９ ６ ７７７ ６ ７５７ ６ ９５２ ６ ９５２ ６ ９５２ ６ ９６５ １５ ７８８
Ｒ２ ０􀆰 ５９８８ ０􀆰 ５９０４ ０􀆰 ５６４９ ０􀆰 ０６３９ ０􀆰 ６３２７ ０􀆰 ６３１９ ０􀆰 ５８６５

３􀆰 核心解释变量测量误差。 本文尝试采用永续盘存法对中国外资进入存量进行

估算：
ＩＦＤＩｒｔ ＝ （１ － δ） ＩＦＤＩｒ， ｔ －１ ＋ ｉｆｄｉｒｔ ／ Ｐｒｔ （６）

ＩＦＤＩｒ０ ＝ ｉｆｄｉｒ０ ／ （δ ＋ ｇ） （７）
其中， ＩＦＤＩ、 ｉｆｄｉ 分别表示实际利用外商直接投资存量与金额； δ 为 １０％的年经济

折旧率； Ｐ 为外商直接投资价格指数， 此处选取 ＣＨＮＳ数据库初期的 ＧＤＰ 平减指数对

ｉｆｄｉ 平减； ｇ 为地区 ｒ 在 １９８９—２０１５年间外商直接投资的年平均增长率， 下标含义同式

（１）。 本文以 １９８９年为基期， 将某年存量与样本上年对应存量相减以刻画地区外资进入

程度， 进一步识别处理组与对照组。 由表 ３第 （６） 列可知， 回归结果依旧可靠。
４􀆰 数据样本检验及遗漏变量控制。 家庭经济属非正规经济受到学者的广泛认

同。 在基准回归部分， 本文将无报酬家庭帮工剔除可能导致样本损失。 为提高处理

组与对照组的可比性， 将无报酬家庭帮工限定为非正规就业； 进一步纳入农村样本

以减少样本选择偏误， 结果汇报在表 ３ 第 （７） — （８） 列。 此外， 本文控制了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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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遗漏变量， 研究结论依然成立①。
５􀆰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及基于变量 “异常值” 处理。 由表 ４ 可知， 回归结果并

无实质性变化。

表 ４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及基于变量 “异常值” 处理的稳健性检验

变量

排除其他政策冲击 基于因变量 “异常值” 的处理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删除东部
地区样本

删除 ＩＦＤＩ变
化最大的省

删除 ＩＦＤＩ变
化第二大的省

东盟自由贸
易区成立

删除上下各
５％的异常值

缩尾上下各
１％的异常值

缩尾上下各
５％的异常值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０７６３∗∗ －０􀆰 ０６０７∗∗ －０􀆰 ０６６５∗∗ －０􀆰 １０７４∗∗∗ －０􀆰 ０８８２∗∗∗ －０􀆰 ０６８４∗∗ －０􀆰 ０８３２∗∗∗

（－２􀆰 １９５） （－２􀆰 １１１） （－２􀆰 ２４１） （－３􀆰 ２３５） （－３􀆰 １６８） （－２􀆰 １１８） （－３􀆰 ２６６）
Ｎ ４ ４９０ ６ ３６０ ６ １４５ ４ ９６０ ６ ５６８ ７ ０２８ ７ ２５４
Ｒ２ ０􀆰 ６５１０ ０􀆰 ６３８３ ０􀆰 ６３０７ ０􀆰 ５４３５ ０􀆰 ６５５３ ０􀆰 ６１８０ ０􀆰 ６１１３

五、 机制分析

（一） 人力资本渠道

在此部分， 我们将构建中介效应模型对该影响渠道进行验证， 具体采用社区高

技能人员就业比重与是否拥有医疗保险作为人力资本的中介变量。 主要因为随着城

镇住房制度改革、 城市化的推进， 中国城镇居民的居住形态于过去三十余年间变化

明显， 不同社会经济地位的人群偏向搬迁到与阶层相配的社区中。 换言之， 同一地

区不同社区间技能人员比重往往存在较大差异。 故本文从地区内社区视角出发构造

高技能人员就业比重作为技能偏好的代理变量。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 α ＋ β 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ｔ × ＩＥｃ ＋ γｒｃ ＋ δｒｔ ＋ θｃｔ ＋ μ Ｘ ｉｃｒｔ ＋ εｉｃｒｔ （１）

Ｍ ＝ α ＋ λ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ｔ × ＩＥｃ ＋ γｒｃ ＋ δｒｔ ＋ θｃｔ ＋ μ Ｘ ｉｃｒｔ ＋ εｉｃｒｔ （８）
ｌｎｗａｇｅｉｃｒｔ ＝ α ＋ φＴｒｅａｔｒ × Ｐｏｓｔｔ × ＩＥｃ ＋ τＭ ＋ γｒｃ ＋ δｒｔ ＋ θｃｔ ＋ μ Ｘ ｉｃｒｔ ＋ εｉｃｒｔ （９）
其中， Ｍ 代表两个中介变量。 ｓｋｉｌｌｗｏｒｋｅｒｈｒｔ 为 ｔ 年 ｒ 地区 ｈ 社区高技能人员就业比

重。 首先借鉴周申和何冰 （２０１７） ［３９］的思路将 ＣＨＮＳ就业类型按照 《中国职业分类大

典》 标准归为 ７类； 然后据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的设定， 将专业性较强和管理性职业

视为高技能职业， 其余为中低技能或一般性职业②。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ｉｃｒｔ 表示 ｔ 年 ｒ 地区劳动者

ｉ 是否拥有医疗保险， １为有、 ０为无。 检验结果显示在表 ５。 其中， 第 （１） 列再次

证明本文的核心结论， 中介效应检验可以继续进行。 第 （２） 列以 ｓｋｉｌｌｗｏｒｋｅｒ 为因变

量， 发现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的估计系数显著为负， 即外资进入主要增加了正规就业者

所属社区的高技能人员就业比重， 相比之下， 非正规就业者所属社区的高技能人员

就业比重减少。 第 （３） 列报告了以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为因变量的回归结果， 发现外资进入

主要降低了非正规就业者的医疗保障水平。 第 （４） — （６） 列显示了因变量对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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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
②

限于篇幅， 这里没有给出纳入遗漏变量的稳健性检验结果。
李坤望等 （２０１４） 使用的是 ＣＨＩＰ 数据库， 该数据库采用与 《中国职业分类大典》 完全一致的职业类型

标准。



本自变量和中介变量回归的结果。 可以发现， 在外资进入影响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

工资收入差距的过程中， 社区高技能人员就业比重和健康保障扮演着重要的中介作

用。 高技能劳动者或健康劳动者有足够的实力跨越正规就业门槛， 社区高技能人员

就业比重上升或健康保障增强均有助于个人工资收入上涨。 随着地区外资进入程度

加深， 来自具有明显非正规就业特征社区的低技能劳动者、 健康状况一般的劳动者

难以满足企业对正规职工的人力资本需求， 故拉大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表 ５　 机制检验： 人力资本渠道

变量
ｌｎｗａｇｅ ｓｋｉｌｌｗｏｒｋｅｒ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ｗａｇｅ ｌｎｗａｇｅ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０８００∗∗∗ 　 －０􀆰 ０１９５∗ －０􀆰 ０８０１∗∗∗ 　 －０􀆰 ０７６３∗∗ 　 －０􀆰 ０７９１∗∗ 　 －０􀆰 ０７５６∗∗

（－２􀆰 ７６２） （－１􀆰 ８３７） （－５􀆰 ０６０） （－２􀆰 ６１７） （－２􀆰 ６１６） （－２􀆰 ４８２）

ｓｋｉｌｌｗｏｒｋｅｒ ０􀆰 １３５２∗∗ ０􀆰 １２５９∗∗

（２􀆰 ３４３） （２􀆰 １８０）

ｉｎｓｕｒａｎｃｅ ０􀆰 ０４６３∗∗ ０􀆰 ０４２７∗∗

（２􀆰 ２００） （２􀆰 ０６５）
Ｎ ６ ９５２ １０ ５６０ １０ ４８５ ６ ９１４ ６ ８５０ ６ ８１２

Ｒ２ ０􀆰 ６３２２ ０􀆰 ６０７２ ０􀆰 ４８９６ ０􀆰 ６３３１ ０􀆰 ６３０１ ０􀆰 ６３０９

（二） 信息渠道

因调查问卷缺乏信息获取方面的直接度量， 本文借鉴宋弘和陆毅 （２０２０） 的

做法， 通过由父母教育水平与家庭规模定义的家庭背景及户籍类型的异质性分析间

接检验该渠道。 具体地， 根据 ＣＨＮＳ 调查中父母行号记录、 “同户主的关系” 与父

母的受教育年份问题识别父亲或母亲的教育水平， 并根据样本中位数划分为高、 低

两类。 进一步地， 本文从 “家庭规模” 视角考察子女信息获取状况。 一般认为，
家庭规模的增大会稀释子女资源， 来自小规模家庭的个体能更多享受父母信息资源

倾注即家庭背景更优。 本文将不超过三人的家庭与四口之家定义为 “小规模家

庭”； 将五人及以上的家庭定义为 “大规模家庭”。 表 ６ 第 （１） — （６） 列为家庭

背景信息渠道的论点提供实证支持。 此外， 户籍壁垒同样影响劳动者的工资收入，
表 ６第 （７） — （８） 列证明了假说 ４的合理性。

表 ６　 机制检验： 信息渠道

变量

家庭背景 户籍制度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８）

父亲教育
程度低

父亲教育
程度高

母亲教育
程度低

母亲教育
程度高

小规模
家庭

大规模
家庭

城镇
户籍

农村
户籍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４０９０ 　 －０􀆰 １９５９∗∗∗ 　 －０􀆰 ６４８５ 　 －０􀆰 １７４３∗∗∗ 　 －０􀆰 ０８９９∗∗∗ 　 －０􀆰 ０１８１ 　 －０􀆰 ０７３２∗∗ 　 －０􀆰 ０３９６

（－０􀆰 ７４４） （－３􀆰 ５３７） （－０􀆰 ７６５） （－２􀆰 ９８２） （－２􀆰 ６３８） （－０􀆰 ４５３） （－２􀆰 ０７１） （－０􀆰 ７６８）

Ｎ １２７ ８７２ ６６ ９５５ ５ ６９４ １ ２４５ ５ ４８５ １ ３６５

Ｒ２ ０􀆰 ８０３０ ０􀆰 ７８６９ ０􀆰 ８１０５ ０􀆰 ７３７４ ０􀆰 ６３１５ ０􀆰 ７２４５ ０􀆰 ６５５０ ０􀆰 ６２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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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异质性分析

（一） 基于地理区位的异质性分析

外资进入对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间工资收入差距的政策效应是否因地区而异？
本文将样本划分为沿海与非沿海地区进行估计①。 由表 ７ 第 （１） — （２） 列可知，
在非沿海地区， 外资进入显著扩大该工资收入差距。 这可能是由于外资进入促进了

非沿海地区新兴部门发展， 该部门通过吸纳从传统部门退出的劳动者而促使劳动力

市场非正规化。 同时， 该地区大多数就业者因技能或信息壁垒限制， 只能集中在非

正规部门或正规部门的非正规岗位中， 缺乏职业培训机会。 相反， 沿海地区经过多

年发展拥有相当规模的聚集经济， 有助于居就业劣势地位的劳动者获得正向 “外
溢效应”， 使该工资收入差距并不明显。

（二） 基于非正规就业类型的异质性分析

本文进一步考察了不同类型非正规就业者的生存境况。 非正规就业类型由三部

分组成： 小微企业主、 自我雇佣者和非正规受雇者。 表 ７ 第 （３） — （５） 列显示

相对正规就业者， 外资进入政策主要对非正规受雇者的工资收入产生负面影响； 对

小微企业主、 自我雇佣者而言， 反而缩小了其与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可能

的解释是， 中国政府出台 《劳动合同法》、 《社会保险法》 等促使中国企业规范经

营并在新一轮开放竞争中脱颖而出。 这一举措加强了对劳动者权益的保护， 短期内

增加了尚待规范经营的小微企业主的运营成本， 但对规范经营的小微企业主而言，
能进一步享有以市场为导向的人才资源流动红利和公平市场环境， 提高生产效率、
改善工资收入水平。 同时， 外资进入为自我雇佣者提供发挥自身潜质、 提升劳动回

报的机会。 虽然 ＦＤＩ流入的技能偏向会对东道国熟练劳动力的相对需求产生积极影

响， 但非正规受雇者主要承担解决社会就业的功能， 最具 “生存特征”， 大批职工

会以 “再就业” 的形式从事非正规就业， 使得其与正规就业者的待遇差距扩大。

表 ７　 基于地理区位、 非正规就业类型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变量

沿海省份与否 非正规就业类型 企业规模

（１） （２） （３） （４） （５） （６） （７）

沿海省份
非沿海
省份

小微
企业主

自我
雇佣者

非正规
受雇者

规模
较大企业

规模
较小企业

Ｔｒｅａｔ × Ｐｏｓｔ × ＩＥ
－０􀆰 ０５９６ －０􀆰 ０９９９∗∗ ０􀆰 ２６１５∗∗∗ ０􀆰 １７８５∗∗∗ －０􀆰 １８０５∗∗∗ －０􀆰 ０８５９ －０􀆰 ０９６０∗∗

（－１􀆰 ５２６） （－２􀆰 ４０６） （２􀆰 ７９８） （３􀆰 ６１９） （－６􀆰 ０７２） （－１􀆰 ６４１） （－２􀆰 ４６５）

Ｎ ２ ４５２ ４ ４９０ ６ ９５２ ６ ９５２ ６ ９５２ ３ ０５４ ３ ４１１

Ｒ２ ０􀆰 ６０７８ ０􀆰 ６５１１ ０􀆰 ６３２６ ０􀆰 ６３２１ ０􀆰 ６３５０ ０􀆰 ６８８６ ０􀆰 ６０７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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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１９８２年 ５月 ２６日， 国家计委和国家统计局在 “关于沿海与内地划分问题的通知” 中， 明确规定辽宁、
河北、 天津、 北京、 山东、 江苏、 上海、 浙江、 福建、 广东 （含海南岛）， 广西等 １１个省、 市、 自治区为沿

海地区， 即北京和 １０个有海岸线的省市， 其余便是内地。



（三） 基于企业规模的异质性分析

与王庆芳和郭金兴 （２０１７） 一致， 本文将职工数大于 １００ 的企业定义为大规

模企业， 反之为小规模企业。 表 ７ 第 （６） — （７） 列显示外资进入主要扩大了小

规模企业内正规与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差距。 小规模企业往往存在经营环境恶

劣、 就业保障措施不足的问题， 处于管理层的正规就业者才能拥有高水平的工资收

入， 而非正规就业者的工资收入相对较低。 相反， 大规模企业职工众多， 一旦通过

工会组织形成足以与企业方抗衡的谈判力量时， 企业的管理层会在某些方面受到掣

肘。 基于工会压力与管理者的经营成本， 该工资收入差距可能并不明显。

七、 结论及对策建议

本文立足于 ２００２年 《目录》 修订的政策背景， 采用三重差分法系统研究外资

进入对正规和非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的影响， 主要结论如下： 第一， 外资进入

显著扩大该工资收入差距。 第二， 外资进入政策的实施使企业更青睐高技能劳动

者、 更关注员工健康， 并通过家庭背景和户籍类型的信息获取影响劳动者就业类型

与工资收入。 第三， 非沿海地区、 非正规受雇者和小规模企业对外资进入政策更敏

感， 显著扩大其与正规就业者工资收入差距。
基于理论分析和实证结果， 本文可以得出以下政策启示： 第一， 外资为中国带

来了资金投入、 补充了技术水平与管理经验、 激活了创新能力与市场意识。 在未来

发展中， 中国应增强投资环境开放度、 透明度和规范性， 吸引更高质量的外资并合

理引导外资流向先进制造业与生产性服务业， 以进一步促进中国经济新旧动能的转

换， 为中低收入的劳动者提供更多就业机会； 第二， 提升就业市场信息流动性与透明

度， 逐步打破中国劳动力市场上存在的多维度、 较严重的就业机会户籍歧视， 加快推

进就业机会均等化、 公平化发展， 密切关注外资企业劳工权益受损等一系列潜在问

题。 第三， 积极发展非正规就业， 创造更多就业岗位； 合理增加非正规就业人员教育

投入， 提升其从业能力； 循序渐进地改善非正规就业工人的劳动条件、 福利和规范管

理水平， 引导非正规劳动者向一级劳动力市场合理转移， 逐步走向 “正规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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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 沈毅俊， 潘申彪 􀆰 外商直接投资对地区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０８ （２）：
１００－１０４􀆰

［３］ 李仁宇， 杨文兵 􀆰 外商直接投资对我国地区收入差距的影响分析 ［ Ｊ］ ． 国际商务研究， ２０１３， ３４ （６）：
６９－７７􀆰

［４］ 严兵， 冼国明， 韩剑 􀆰 制造业行业收入不平等变动趋势及成因分解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７ （１２）：
２７－４６􀆰

［５］ 张晓磊， 谢建国， 张二震 􀆰 外资进入强度与本土企业竞争力———基于企业单位劳动成本视角的检验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０ （２）： １－１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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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６］ 李宏兵， 蔡宏波， 徐慧慧 􀆰 外资进入、 服务业集聚与企业工资差距———基于调节机制和微观企业数据的

实证研究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７ （７）： １１９－１３０􀆰
［７］ 罗伟， 刘晨， 葛顺奇 􀆰 外商直接投资的工资溢出和关联效应研究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８， ４１ （５）：

１４７－１７２􀆰
［８］ ＳＨＡＲＭＡ Ｓ􀆰 Ｔｈｅ Ｉｍｐａｃｔ ｏｆ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ｏｎ Ｇｅｎｄｅｒ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ｉｎ Ｉｎｄｉａ ［Ｊ］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

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０， ２７ （３）： ３９－５９􀆰
［９］ ＰＨＡＭ Ａ， ＰＯＯＬＥ Ｊ Ｐ， ＳＡＮＴＯＳ－ＰＡＵＬＩＮＯ Ａ Ｕ􀆰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Ｆｅｍａｌｅ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ｉｎ Ｖｉｅｔ Ｎａｍ

［Ｊ］ ． Ｔｒａｎｓ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Ｃｏｒｐｏｒａｔｉｏｎｓ， ２０２１， ２７ （３）： １３３－１５５􀆰
［１０］ 李磊， 王小洁， 蒋殿春 􀆰 外资进入对中国服务业性别就业及工资差距的影响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５， ３８

（１０）： １６９－１９２􀆰
［１１］ 王小洁， 郑妍妍， 刘鹏程 􀆰 外资进入与我国工业企业性别工资差距 ［ Ｊ］ ． 国际商务 （对外经济贸易大

学学报）， ２０１７ （５）： ９０－１０３􀆰
［１２］ 陶爱萍， 钱星星， 吴文韬 􀆰 外资进入、 市场化与技能溢价 ［ Ｊ］ ． 经济与管理评论， ２０２０， ３６ （６）：

６４－７５􀆰
［１３］ 王庆芳， 郭金兴 􀆰 非正规就业者的境况得到改善了么？ ———来自 １９９７—２０１１年 ＣＨＮＳ数据的证据 ［ Ｊ］ ．

人口与经济， ２０１７ （２）： １１６－１２６􀆰
［１４］ 张抗私， 刘翠花， 丁述磊 􀆰 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工资差异研究 ［Ｊ］ ． 中国人口科学， ２０１８ （１）： ８３－

９４＋１２８􀆰
［１５］ 屈小博 􀆰 中国城市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基于非正规就业异质性的收入差距分解 ［ Ｊ］ ．

南方经济， ２０１２ （４）： ３２－４２􀆰
［１６］ 王学军 􀆰 中国城镇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的工资差异演变研究———基于非条件分位数回归的分解方法

［Ｊ］ ． 财经理论与实践， ２０１７， ３８ （４）： ８９－９６􀆰
［１７］ ＦＥＥＮＳＴＲＡ Ｒ Ｃ， ＨＡＮＳＯＮ Ｇ Ｈ􀆰 Ｆｏｒｅｉｇｎ Ｄｉｒｅｃｔ Ｉｎｖｅｓｔｍｅｎｔ ａｎｄ Ｒｅｌａｔｉｖｅ Ｗａｇｅｓ：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Ｍｅｘｉｃｏ􀆳ｓ Ｍａｑ⁃

ｕｉｌａｄｏｒａｓ ［Ｊ］ ．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１９９７， ４２ （３－４）： ３７１－３９３􀆰
［１８］ 许和连， 亓朋， 李海峥 􀆰 外商直接投资、 劳动力市场与工资溢出效应 ［ Ｊ］ ． 管理世界， ２００９ （９）：

５３－６８􀆰
［１９］ 殷德生， 唐海燕， 黄腾飞 􀆰 ＦＤＩ与中国的高技能劳动需求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１， ３４ （９）： １１８－１３７􀆰
［２０］ 曾湘泉， 杨涛 􀆰 贸易开放对城镇非正规就业的影响———基于 ＣＨＮＳ数据的倍差法分析 ［Ｊ］ ． 社会科学战

线， ２０１８ （１２）： ６９－７８􀆰
［２１］ 李根丽， 尤亮 􀆰 教育错配、 非正规就业与工资惩罚效应 ［Ｊ］ ． 财政研究， ２０２０ （１２）： １０３－１１８＋１２３􀆰
［２２］ ＨＥＲＺＥＲ Ｄ， ＮＵＮＮＥＮＫＡＭＰ Ｐ􀆰 Ｉｎｃｏｍｅ Ｉｎｅｑｕａ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Ｈｅａｌｔｈ：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ｒｏｍ Ｄｅｖｅｌｏｐｅｄ ａｎｄ Ｄｅｖｅｌｏｐｉｎｇ

Ｃｏｕｎｔｒｉｅｓ ［Ｊ］ ．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ｓ， ２０１５， ９ （１）： １－５６􀆰
［２３］ ＫＵＭＡＲＩ Ｒ， ＳＨＡＲＭＡ Ａ Ｋ􀆰 Ｌｏｎｇ－ｔｅｒｍ Ｒｅｌａｔｉｏｎｓｈｉｐ ｂｅｔｗｅｅｎ Ｐｏｐｕｌａｔｉｏｎ Ｈｅａｌｔｈ， ＦＤＩ ａｎｄ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Ｇｒｏｗｔｈ：

Ｎｅｗ Ｅｍｐｉｒｉｃａｌ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Ｊ］ ． Ｉｎｔｅｒｎａｔｉｏｎａｌ Ｊｏｕｒｎａｌ ｏｆ Ｂｕｓｉｎｅｓｓ ａｎｄ Ｇｌｏｂａｌｉｓａｔｉｏｎ， ２０１８， ２０ （３）： ３７１－３９３􀆰
［２４］ 周孝， 冯中越， 孙珊． 个人健康投资能促进就业吗？ ———基于 ＣＨＮＳ 的实证分析 ［ Ｊ］ ． 人口学刊，

２０１５， ３７ （０２）： ８７－１０１．
［２５］ 江求川， 任洁， 张克中 􀆰 中国城市居民机会不平等研究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７ （４）： １１１－１３８􀆰
［２６］ 王倩 􀆰 社会资本和家庭背景对收入差距影响的实证分析 ［Ｊ］ ． 经济与管理研究， ２０１３ （６）： ６７－７５􀆰
［２７］ 马草原， 王东阳， 程茂勇 􀆰 家庭背景与就业机会———父母的职位特征为何介入了子女在首要部门的就

业竞争？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８ （６）： １４９－１６９􀆰
［２８］ 孔高文， 刘莎莎， 孔东民 􀆰 我们为何离开故乡？ 家庭社会资本、 性别、 能力与毕业生就业选择 ［ Ｊ］ ．

经济学 （季刊）， ２０１７， １６ （２）： ６２１－６４８􀆰
［２９］ 蒋承， 王天骄 􀆰 我国大学毕业生非正规就业的特征、 结构与质量———基于 ２００７—２０１７ 年全国高校毕业

生就业调查数据 ［Ｊ］ ． 社会科学战线， ２０２０ （１０）： ２７１－２７５􀆰
［３０］ 邹一南 􀆰 户籍制度改革的内生逻辑与政策选择 ［Ｊ］ ． 经济学家， ２０１５ （４）： ４８－５３􀆰
［３１］ 金刚， 沈坤荣 􀆰 中国企业对 “一带一路” 沿线国家的交通投资效应： 发展效应还是债务陷阱 ［ Ｊ］ ． 中

国工业经济， ２０１９ （９）： ７９－９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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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２］ 宋弘， 陆毅 􀆰 如何有效增加理工科领域人才供给？ ———来自拔尖学生培养计划的实证研究 ［ Ｊ］ ． 经济

研究， ２０２０， ５５ （２）： ５２－６７􀆰
［３３］ 张明昂， 施新政， 纪珽 􀆰 人力资本积累与劳动收入份额： 来自中国大学扩招的证据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１， ４４ （２）： ２３－４７􀆰
［３４］ 赵春明， 江小敏， 李宏兵 􀆰 对外直接投资、 产业关联与技能工资溢价———基于水平溢出与垂直溢出效

应的实证研究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９ （２）： １１３－１２８􀆰
［３５］ 胡翠， 纪珽， 陈勇兵 􀆰 贸易自由化与非正规就业———基于 ＣＨＮＳ 数据的实证分析 ［ Ｊ］ ． 南开经济研究，

２０１９ （２）： ３－２４􀆰
［３６］ 毛其淋， 方森辉 􀆰 外资进入自由化如何影响中国制造业生产率 ［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２０， ４３ （ １）：

１４３－１６９􀆰
［３７］ 韩国高， 邵忠林， 张倩 􀆰 外资进入有助于本土企业 “稳就业” 吗———来自中国制造业的经验证据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２１ （５）： ８１－９５􀆰
［３８］ 李坤望， 陈维涛， 王永进 􀆰 对外贸易、 劳动力市场分割与中国人力资本投资 ［Ｊ］ ． 世界经济， ２０１４， ３７

（３）： ５６－７９􀆰
［３９］ 周申， 何冰 􀆰 贸易自由化对中国非正规就业的地区效应及动态影响———基于微观数据的经验研究 ［ Ｊ］ ．

国际贸易问题， ２０１７ （１１）： １３－２４􀆰

（责任编辑　 于友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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ｔｒａｔｉｏｎ， ａｒｅ ｔｗｏ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ｃｈａｎｎｅｌｓ ｆｏｒ ＦＤＩ ｅｎｔｒｙ ｔｏ ａｆｆｅｃｔ ｔｈｅ ｗａｇ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Ｔｈｉｓ ｐａｐｅｒ
ｐｒｏｖｉｄｅｓ ｍｉｃｒｏ ｅｖｉｄｅｎｃｅ ｆｏｒ ｏｂｊｅｃｔｉｖｅｌｙ ｅｖａｌｕａｔｉｎｇ ｔｈｅ ｅｃｏｎｏｍｉｃ ｂｅｎｅｆｉｔｓ ｏｆ Ｃｈｉｎａ􀆳ｓ ＦＤＩ ｅｎ⁃
ｔｒｙ ｉｎ ｒｅｃｅｎｔ ｙｅａｒｓ， ａｎｄ ｐｒｅｓｅｎｔｓ ｉｍｐｏｒｔａｎｔ ｐｏｌｉｃｙ ｉｍｐｌｉｃａｔｉｏｎｓ ｔｏ ａｉｄ ｔｈｅ ｒｅｆｏｒｍ ａｎｄ ａｄｊｕｓｔ⁃
ｍｅｎｔ ｏｆ ｌａｂｏｒ ｍａｒｋｅｔ ｆｌｅｘｉｂｉｌｉｔｙ ａｎｄ ｓａｆｅｔｙ．

Ｋｅｙｗｏｒｄｓ： ＦＤＩ Ｅｎｔｒｙ； Ｔｒｉｐｌｅ 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ｉｎ⁃ｄｉｆｆｅｒｅｎｃｅ Ｍｅｔｈｏｄ； Ｉｎ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
ｍｅｎｔ； Ｆｏｒｍａｌ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Ｗａｇｅ Ｉｎｃｏｍｅ Ｇａ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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